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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冻卵技术日臻成熟，女性的自我发展，使单身女性寻求社会性冻卵以保存最佳状态卵子来延

迟生育成为客观需要。医学性冻卵已被法律认可，但单身女性社会性冻卵仍受限制。现行政策法滞后与

制定法缺失，对冻卵本质的认识不清和传统生育伦理观念束缚等，构成限制单身女性社会性冻卵成为一

项法律权利的多个维度。分析发现，现行政策法与上位法立法精神不符，冻卵区别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区分社会性冻卵与医学性冻卵无意义，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应当被保障。因此，这些“限制”应当被移除。

同时，权利实现以权利确认为基础，但权利确认并非意味着权利实现，单身女性社会性冻卵作为一项法

律权利的有效实现仍需找到出口，平衡各方利益，规范系列操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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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technology of egg freezing becomes increasingly mature, the self-development of women 
has made social egg freezing a necessity for single women to delay childbirth by preserving their best eggs. 
While medical egg freezing has been recognized by law, social egg freezing for single women is still restricted. 
The current policy and legal framework lags behind and lacks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egg freezing 
and is constrained by traditional ethical views on reproduction, constituting multiple dimensions of restrictions 
on the legal right of single women for social egg freezing.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urrent policies and laws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legislative spirit of higher laws, and egg freezing is distinct from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nd there is no meaningful distinction between social and medical egg freezing, and the reproductive 
rights of single women should be protected. Therefore, these “restrictions” should be removed. At the same time, 
the realization of rights is based on the recognition of rights, but the recognition of rights does not mean the 
realization of rights. The effective realization of social egg freezing for single women as a legal right still needs to 
find a way out,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and regulate a series of operational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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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卵”（egg freezing）主要用以描述未受

精卵细胞的提取和冷冻保存，其最先被视为一

项“实验性”手段。直至 2012 年，美国生殖医

学会（ASRM）发布了一份系统评估报告，奠

定起它的“非实验性”地位。[1] 随着技术发展

和社会需求变化，它也开始从“医学性”到“社

会性”发生阶段转向。“冻卵”分为“医学性冻卵”

（medical egg freezing，MEF）和“社会性冻卵”

（social egg freezing，SEF）。“医学性冻卵”主

要是针对不孕不育和癌症患者等的一种医学治

疗手段，而“社会性冻卵”是提升健康女性的

社会福祉的一项生殖技术手段。目前，我国允

许医学性冻卵，但仍不承认单身女性出于非医

学目的的社会性冻卵请求，社会性冻卵受到法

律、性质认识、伦理等各方面的抨击和限制。

国内首例“单身女性社会性冻卵案”再次引发

了学术界对单身女性社会性冻卵的思考，也展

现了单身女性社会性冻卵所面临的重重阻碍。

2018 年 11 月，单身女性徐枣枣向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寻求冻卵服务，却遭到医院

的拒绝，理由是她的请求不符合《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

规定。于是，徐枣枣在 2019 年 9 月以“一般人

格权纠纷”案由将医院告上法庭。而在北京朝

阳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中，她的所有诉讼请

求均被法院驳回。当事人于 2022 年 8 月 4 日向

法院邮寄了上诉状。[2]

因此，本文首先将具体分析单身女性社会

性冻卵作为一项法律权利的多重限制，包括法

律滞后与缺失，冻卵行为的性质认识模糊，传

统生育伦理观念束缚等。在分析其受到的现实

困境或限制的同时，力求逐一击破所谓的“限

制”，以探寻单身女性社会性冻卵作为一项法

律权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分别指出：现行政

策法不符合上位法立法精神，冻卵不同于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社会性冻卵与医学性冻卵区分

无意义，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应当予以保障等。

同时，权利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不等于

权利的实现，权利的实现过程难免会与社会外

界产生一定的冲突或摩擦。是故，在前文对单

身女性社会性冻卵权利的论证基础上，本文最

后将从权利实现的角度出发，探究被限制的阴

影下如何更好地实现单身女性冻卵的法律权

利，为其找到出路。需要说明，本文中出现的“冻

卵”一词，若无特别说明，均指“社会性冻卵”。

一、陷入法律泥潭：
现行政策法滞后与制定法缺失

1. 政策法历史遗留问题

对单身女性冻卵法律权利限制的直接依据

主要是原卫生部 2001 年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和 2003 年发布的《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关于“实施技术人员的行

为准则（十三）”的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管理办法》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一定

程度上受到我国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在立法活

动和法制体系建设中效仿苏联模式的影响，这

两个规范性文件均具有浓厚的“政策法”色彩，

属于法文化思想上的历史遗留问题。当时，最

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和人民代表苏维埃及

其执行委员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是苏联制定法

时期的主要法律渊源。受此影响，我国也开始

模仿苏联将法律制定的理念集中于成文形式的

“政策法”，它是法律政策以及与法律政策相配

套的一系列法律、法令、条例、决定、通知、

批复、解释、判例、规范、办法等法律文件的

统称。[3]

整体而言，除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制定的

法以外，还存在大量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制定的

各类规范性文件，并在管理国家和社会生活中

发挥着法的作用，而当制定法和政策法之间发

生冲突时，视政策为最高行为准则，并以制定

法为政策的表现形式和辅助手段，作为次要的

行为准则而存在。[4] 这种“重政策轻法律”的

模式实际上有违法的嫌疑，它的法文化思想本

质仍为“人治”，这种源于计划经济时代，而

主要依靠方针政策及规范性文件的国家管理模

式应当受到摒弃，否则将会出现以行政命令取

代依法办事，从而使政府权力无限扩张，政府

行为难以规范化和法制化的情况。同时，这也

会助长个体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和对法律轻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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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

2. 制定法尚未直接规定

单身女性冻卵反映出有关民事基本制度的

民事行为准则及其制度框架问题，包括人身权、

处置权和监管权等，它们均无法直接寻求法律

上的依据，而仅能以效力层级较低的部门规章

和技术性规范等政策法，作为直接的裁判依据。

这可能使得单身女性冻卵的问题在裁判过程中

处于制定法缺失的“无法可依”状态，甚至出

现了以效力层级较低的规范性文件代替法律适

用的情况。

反观其他国家，英国早在 1990 年便制定了

《人类授精与胚胎学法》，该法允许包括单身女

性在内的任何人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而后

经数次修改，还确认了包括同性伴侣具有合法

的父母身份，规制人兽混合胚胎等系列问题，

现已建立较为完整、成熟的冷冻胚胎规制体系。
[5] 此外，比利时、印度、瑞典等国家也以法

律的形式确认了单身女性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的权利。至今，各国基本上都通过赋予单身

女性法律权利的方式促进了她们冻卵和使用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权利实现。这不同于道德权

利、自然权利，而是以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具

有较高层级效力的法律确定的法律权利，它的

确认既保障了自由的实现，又防止了自由的滥

用，从而在实践应用和司法裁判中具有更大的

价值。然而，如果只是以效力层级较低的规范

性文件等政策法为基础，就无法有效满足个体

为满足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客观需求，只有将

利益以制定法的形式认可并转化为法律明文保

障的权利，对法律权利的内容、范围和救济方

式等予以明确，才可算作真正实现了对单身女

性利益的法律保护。我国的现实问题是单身女

性冻卵处于一种尴尬状态，即政策法上的规范

性文件禁止医疗机构实施非医学化冻卵，但单

身女性在制定法上冻卵又不违法，至于个别女

性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冻卵 , 则更无违法性可言。

不难发现，依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

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其规范的行为主体主要

是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各类医疗机构，而

不包括寻求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帮助的个

体，自然也不包括寻求冻卵的单身女性。这导

致的问题是，在关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相关

规范方面，它仅仅为医疗机构设定了权利义务，

而寻求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帮助的个体或者

是寻求冻卵的单身女性，她们的权利义务却无

法从中寻求规范依据上的直接支撑，而必须追

溯到对医疗机构进行直接调整的规范依据，从

而使其权利义务的实现和履行更依赖于医疗机

构而非其自身。这意味着，只要医疗机构可以

证明它们在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或者冻卵的

过程中没有违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

法》，医疗机构就具有对她们请求的一票否决

权。同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的

第三条也为医疗机构提供了较大的解释空间，

它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的实施机构、实施

目的和实施方式进行了限制，将其限制在医疗

机构中进行，且必须以医疗为目的，这意味着

非医疗目的的请求将被排除在外。此外，如果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不符合国家计划生育

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也会受到限制，

而上述三者却是相对模糊的，它们往往更取决

于医疗机构的援引与解释。例如，对于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是否包括冻卵这个概念和关系的解

释就不尽相同，所以，不同的援引和解释得出

来的结论也会大相径庭。不仅如此，两部规范

性文件也都未明确禁止单身女性冻卵的权利，

如果从权利推定的角度来看，法无禁止皆自由，

个体自由的边界就是法律的禁止性规定。[6] 故

而，在法律规范均未禁止单身女性冻卵的情况

下，单身女性拥有冻卵权利的合法性就可以得

到辩护。

3. 现有规范体系下的适用困境

回归到我国，可以看到，与单身女性冻卵

相关的规范体系，无论是在制定法层面还是在

政策法层面，均无直接涉及。对于关涉卵子的

问题 , 我国在立法上一直都采取回避的对策，

这与卵子捐献的复杂性以及冻卵技术在当时尚

难以成功的状况有关。但这也与我国的“立法

保留”制度有关。“立法保留”又被称为“国

会保留”，限制立法者的选择权和授权立法的

自由是其主要目的，指向的问题核心实际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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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因而，在我国，它主要作为“绝对意义

的法律保留”而存在，它往往被视为一种立法

作为义务，指立法者被宪法课以的对法律保留

范围内的事项必须亲自以法律进行规定，而不

得委托由行政机关进行规定的义务。[7] 这主要

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第八条和

第九条，第八条对有关立法保留的事项进行规

定，认为有关民事基本制度的事项必须制定法

律，而第十一项的其他事项则作为兜底条款予

以开放性包含。同时，第九条赋予了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针对部分事项根据实际

需要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的规定。通说认为，

第八条和第九条是绝对法律保留与相对法律保

留的法律规范依据，它与德国法上区分的加强

型法律保留与一般型法律保留具有相似之处，

两者都强调“某些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其中

部分必须由立法机关亲自立法，部分可授权行

政立法。[8]

如果从表面上看，原卫生部、原国 家卫

计委当时在制定关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过程

中，它们对涉及单身女性等民事规制主体有意

规避，转向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规制似乎

也符合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对“立法

保留”的认识。施米特认为立法保留必须以真

正的基本权利为基础，在他看来，这个基本权

利便是自由权，它属于先在于国家存在的东西

而不应受到限制，也只有在涉及它时，一项先

行确定而可预测的规定的保留才具有意义。[9]

如果不能给出恰当的理由，找到法律上的依据，

国家就不可以侵害个人自由和权利。因此，作

为效力层级较低的规范性文件不宜对涉及个体

人身权等民事法律权利进行规定和限制。

但是，这无法成为单身女性冻卵寻求法律

效力层级直接规范依据的理由，而是应当借助

现有的针对单身女性冻卵已有的基础条件进行

考察，充分论证，适时以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

形式，明确地对单身女性冻卵以及实施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等进行规定，逐步改变现行规范体

系的适用困境现状。实际上，早在 2017 年 8 月，

人大代表戴海蓉便提出了修改《人口与计划生

育法》的请求，认为需要对单身女性的生育权

作出具体规定，而当时的国家卫计委也予以了

“需要进行深入研究论证”的回应，在 2020 年

5 月，全国政协委员彭静也提交了“保障女性

平等生育权”的提案，建议赋予单身女性实施

辅助生育技术权利。[10] 不仅如此，2022 年 7 月，

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等 17 个相关部门也联

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

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从政策层面明确人口生

育的基础性地位，强调将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

持政策体系，提出推进辅助生殖技术制度建设。
[11]2023 年 3 月，国家卫健委有关部门也组织征

求专家关于放开单身女性冻卵的意见。[12]

其实，我国相关法律并未否认单身女性的

生育权。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

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一

条也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

的权利，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

零七十一条也赋予了非婚生子女享有的与婚

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并不允许任何组织或个

人加以危害和歧视，它在第九百九十条和第

九百九十一条以“等权利”进行开放性列举的

方式为民事主体身体权和生育权的法律保护提

供制度支持。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四十九条就规定了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

受国家的保护，由于“生育、养育自由”是“婚姻、

家庭”的构成要素，它对“婚姻、家庭”的保护，

也蕴含了对“生育、养育自由”的保护。

值得注意，这些法律对于生育权的规定

都过于抽象，从调整的主体来看，其往往运用

“公民”或者“妇女”等表述，这就为医疗机

构的法律适用或者法官裁判提供了较大的解释

空间，同时，当涉及具体生育权的实现时，又

过分地将调整主体称为“夫妻”或者“夫妇”，

这是对单身女性生育权的实质性剥夺，而当涉

及到需要依靠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才能实现生育

权的场景时，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就更加无法获

得保障。尽管《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以省级地方性法的形式在第二十九条赋予了那

些“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

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权利，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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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视为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的突破。

然而，也正是二者存在的冲突，导致该条例无

一例适用的案例。

二、置于性质迷雾：
冻卵行为本质认识模糊

1. 冻卵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关系纠缠

在我国，并不存在确定的法律或规范性文

件对冻卵与人类辅助生殖的关系进行说明，这

直接导致实践中医疗机构的特殊倾向，即将单

身女性的冻卵请求视为以实施人类辅助生殖为

目的的行为，从而出现了诸多直接依据《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规范》等现有规范性文件，对单身女性的该

项权利进行限制和拒绝提供服务的情况。一般

认为，冻卵是将卵母细胞放入高浓度冷冻保护

剂后再投入液氮中进行急速深低温保存，待有

生育意愿时解冻进行人类辅助生殖，以获得妊

娠的技术。按照现有的技术条件，使用冷冻卵

子必须依赖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由此不难发

现，冻卵与人类辅助生殖之间存在区别与联系。

此时，“是否具有生育意愿并愿意使用冷冻的

卵子”是这对关系的重要界分点，也是二者以

目的为关系判断的主要标准。

首先，从冻卵的目的来看，在现有技术条

件下，如果满足具有生育意愿并愿意使用冷冻

的卵子这一条件，那么就必须借助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此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实现了通常而

言的工具性价值。但是，如果不满足这一条件，

冻卵与辅助生殖之间便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

系，冻卵的用途在这种情况下就存在多种运用

方式的可能性。例如，冻卵可能会被最终放弃

而被用于捐赠或被毁弃，而不被用于先前冻卵

主体的个体生育意愿满足。故而，冻卵在该条

件下便存在着不走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可能

性；其次，从冻卵的行为方式来看，冻卵也可

以被理解为女性通过使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包括但不限于促排卵、取卵并冷冻等技术实施

过程，其目的在于保护个体自身未来的生育力

以达到生殖目的，或日后捐给他人使用，它既

可以被理解为非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也可以被

理解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衍生。如果是前者，

它可以被理解为该技术只是实施场所为辅助生

殖技术中心，而无需援引目前已有的相关技术

管理规范等规范性文件进行解释；而如果是后

者，它便会涉及到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中一

直存在的对单身女性的限制问题。

因此，冻卵与人类辅助生殖作为两个独立

的医学操作方式，二者只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

关系，而不能将它们等同起来看待。北京朝阳

区人民法院实际上是将冻卵直接视为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的范畴，它以相关规范禁止单身女性

使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来倒推单身女性申请冻

卵服务应当被禁止，这一做法是不可以获得辩

护的，也不具有有力的理论支持。其实，现行

对于冻卵的制度安排采取的是“整体性”的控

制手段，它混淆了卵子“冻存”与“利用”分

涉两个不同阶段。[13] 实际上，冻卵只是为了“备

用”而非必然产生“利用”，这种调整方式忽

视了若无对卵子进行利用就不会造成伤害，而

没有伤害就不应该禁止。

2. 医学目的和非医学目的冻卵区分无意义

首先，社会的多元化使得冻卵呈现出目标

的不特定性。冻卵是目前生育力保持的有效方

式之一，而个人的冻卵原因也存在差异。在社

会多元化背景下，更多的非医学原因已显示出

冻卵对于女性和其未来生活的至关重要性。故

而，冻卵的目标指向的是生育，不是治疗疾病

本身。医疗科技发展的目标也不仅仅局限于治

疗疾病，还在于增加人类的幸福指数与社会福

祉，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不受自然生理的限

制而拓宽自身选择的自由。[14] 因此，对于冻卵

的医学目的需要和非医学目的需要的区分，已

经逐渐失去了意义，正如当前基于医学需要和

非医学需要的美容都不会受到限制。同时，作

为中性词的“社会性”也更为强调了当事人的

自主选择，而无论其自主选择背后的原因。

其次，医学目的和非医学目的冻卵实施风

险和成功率渐趋一致。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

自然受孕并将健康妊娠带至足月的能力会下

降。[15] 然而，影响女性妊娠和维持妊娠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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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卵子的年龄，而不是子宫的年龄，因此，如

果女性使用更年轻的卵子，她和她孩子的风险

可能会大幅下降。尽管冻卵本身存在风险，包

括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以及手术引起感染、

腹腔出血和卵巢扭转的风险。[16] 但是，它所

涉及的风险与接受传统体外受精（IVF）以及

提供卵子用于治疗他人的女性所面临的风险相

同。同时，与患有癌症的女性相比，实施社会

性冻卵的女性只要不太年轻或太老，成功率也

相似。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难以区分冻卵的

医学指征和社会指征。例如，一个患有子宫内

膜异位症的 22 岁妇女（这种疾病随着病情的

加重会导致不孕），其卵巢储备目前没有减少，

但她没有伴侣。所以，区分医学指征和社会指

征，从而将冻卵作医学目的和非医学目的区分

并不总是合适的。

最后，医学目的和非医学目的都指向保障

个体的利益。即使在生殖能力的末期，对孩子

的渴望也是个体发展的重要方面。因此，无论

是 42 岁的女性还是年轻的癌症患者，都会因为

无法生育而遭受严重的心理后果，从这个角度

来看，医学目的和非医学目的的冻卵都是一种

保险。由于生理上的限制，使用年轻女性捐献

的卵细胞反而可获得非常满意的妊娠率。[17] 此

外，使用年轻的卵子还可降低染色体异常的发

生率，促进女性平等参与就业，为女性提供了

更多选择伴侣的时间，剩余的冷冻卵子也可提

供给即将接受治疗的癌症或自身免疫性疾病患

者。医学目的和非医学目的尽管在形式上存在

区别，但它们实质上都强调避免外界干扰而保

障个体利益的充分实现。

三、卷入伦理漩涡：单身女性社会性
冻卵与传统生育伦理观念的碰撞

生育权作为一项从历史中走来的权利，其

经历了从单纯性爱衍生物的自然生育阶段到承

载种族绵延的生育义务阶段（主要强调女性作

为妻子的生育义务）再到社会生产力解放后的

生育权利阶段的演进。[18] 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

的不断优化以及生产资料的丰富，社会生产结

构由过去以体力劳动型为主转向以脑力劳动型

为主，社会合作与分工不再需要众多的劳动人

口。因此，社会寄希望于通过生育以增加劳动

人口的愿望减弱，将生育义务强加于女性的客

观需求与正当性不足。同时，人文主义思潮强

调人权保护，女性权利意识觉醒，也使得社会

开始重视女性生育权利。在生育权利阶段，生

育权内容也随着技术发展与社会伦理观念进步

而不断丰富和改变，单身女性冻卵作为生育权

内容的一部分正是典型例证。

1. 传统生育伦理观念对单身女性的束缚

在传统生育制度中，生育权主体是婚姻关

系中的夫妻，未婚女性生育未能受到法律保护

且受到道德谴责，即在传统观念中生育与婚姻

二者捆绑，婚姻关系之外不存在生育权。过去

将生育与婚姻绑定主要基于以下原因：其一，

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中国古代君王历来重视

婚姻家庭对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性，传统文化

强调生育承载着“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重

要使命，而宗庙以婚姻家庭为基础，将生育作

为婚姻制度的主要目的。其二，传统性观念认

为婚姻是男女之间性行为正当性、合法性的唯

一背书，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应当受到谴责或排

斥，而过去由于生殖技术水平的限制，生育方

式仅限两性自然性行为，因此将生育限定于婚

姻前提下。[19] 其三，生育不仅包括分娩生产，

还包括后续长期的抚育过程，传统生育观念认

为双系抚养能为孩童创造更为和谐稳定的家庭

环境，婚姻制度能让两性较为稳定地结合并促

使二者进行分工合作，从而能够更好地从经济

物质水平、情感照料等方面抚育孩子成长，同

时孩子可以通过与父母的接触而更好地认知男

女两性社会性别。[20] 其四，抚育孩子是一项经

济消耗巨大的工程，过去女性社会经济地位较

低，有生育意愿的女性独自抚育孩子的经济压

力较大，婚姻制度将两性结合，减轻了抚育孩

子的经济压力。

2. 单身女性脱离婚姻桎梏而实现生育权

单身女性冻卵作为一项法律权利受到众多

阻碍和限制，根本原因在于其对传统生育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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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突破，单身女性冻卵改变了以往生育只

能由夫妻二者共同性行为完成的方式，人们心

中认为没有婚姻作为基础的生育要受到法律、

道德伦理等各方面的谴责与冲击。然而每一项

权利的斗争与争取都是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

对传统观念的破除与革新，为权利而斗争的过

程中难免会遇到阻力，“法只有通过与自己过

去决裂才能使自己变得年轻”。[21] 如今，客观

社会现实已然改变，人们性观念更加进步、开

放与包容，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逐渐被社会所接

受，婚姻外的生育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

会的认可，法律承认非婚生子女等的利益就是

典型例证。单身女性生育权问题在目前我国现

行法中未作出明确规定，但是从法理学的分析

路径中可以找寻单身女性生育权的正当性与合

理性。生育权是身份权还是一项基本人权？将

生育权认定为基本人权更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生

育权利与自由。

正 如 19 世 纪 英 国 著 名 的 法 律 史 学 家 亨

利·詹姆斯·萨姆那·梅因（Sir Henry James 
Sumner Maine）指出的，所有进步社会的进程

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从身份到契约

的历史演进也说明社会越来越重视人们的主体

性地位，强调一种人作为人的自由和尊严。若

将生育权定性为身份权，那么就代表必须具备

特定身份的主体才享有生育权，这将限缩生育

权的权利主体范围。正如 1974 年《世界人口

行动计划》中指出，“个人和夫妇都有自由地、

负责地决定生育子女数量、生育间隔以及选择

适当避孕方式的基本人权”。[22] 该规范性文件

被视为联合国开展人口活动和指导各国人口活

动的宪章，将生育权定性为基本人权，为各国

普遍认可。因而，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

权利主体中当然包括单身女性，单身女性选择

冻卵的方式来进行生育是其自主选择生育方式

的权利，是生育权的内容。

3. 技术发展促进单身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

社会转型中的女性社会地位在逐步上升，

女性在追求教育、事业发展的路上获得更多的

独立思想与人格、经济底气，那些暂时没有结

婚意愿但是未来有生育计划的单身女性倾向于

求助较为完善的冻卵技术，将生育质量会随时

间流逝而迅速降低的卵母细胞立即保存下来，

卵母细胞的质量也将定格在冻卵之时而不受时

间或年龄的影响。如此一来女性可以将更多的

时间花在攻读高等学历或在事业上升期巩固事

业，或是留出更多时间去寻觅合适的伴侣等。[23]

社会性冻卵也是“争取性别平等”的一道防线，

因为她们可以不需要再为“妊娠生物钟”而感

到压力，正如她们的男性竞争者就没有这方面

的担忧一样，女性可以更加专心投入到自己的

事业当中去，这种“摆脱恐惧的自由”能够给

女性更多的时间来选择最适合其的生活方式。
[24] 由此，冻卵技术有助于女性更好地追求自身

价值，女性不必被迫在“适孕”年龄耽误学业

或事业去怀孕妊娠。若是女性有足够的经济实

力与能力为冻卵子女创造一个适宜的生长与教

育环境，那么法律没有理由禁止那些不愿意走

向婚姻或是暂时没结婚的单身女性实现自己的

生育权。将生育和婚姻捆绑将会阻碍女性追求

个人发展与自由，单身女性冻卵是一种自主选

择生育方式的自由，而女性的自由是衡量一个

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禁止单身

女性冻卵将与国际社会上女性解放运动潮流相

悖。此外，生殖医疗技术使得生育方式更加多

元，突破了过去只能通过自然生育的单一方式，

生育也不再以性伴侣为前提，进一步为生育突

破婚姻制度的“笼子”提供客观技术支持。同时，

女性社会地位上升，在经济上不需要依靠男性，

具备独自抚育子女的经济实力。因此，仍将女

性的生育权套上婚姻的枷锁已经不合时宜，它

忽略单身女性冻卵的客观社会需求而选择在法

律上“装睡”，是对那些有生育意愿为保存高

质量卵母细胞的单身女性生育权的漠视。

四、阴影下的观照：单身女性社会性
冻卵请求的权利实现出路

一项权利自身在合法性与合理性上的立足

并不意味着权利的有效实现，不论是积极权利

还是消极权利，其权利的主张与实现都不可避

免地要与其周围的人或事产生关联，若是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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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实现难以和周围其他人的利益保持一种

平衡的状态，那么其权利的实现将受到诸多困

境。前文已经逐一揭开了单身女性社会性冻卵

所面临的“站不住脚”的限制面纱，所谓的法律、

性质认识、伦理等困境与限制，在本质上是源

于新兴事物产生的一种抗拒与怀疑的态度。本

文后续将从权利实现路径与出路的角度，更好

地探索如何实际落实单身女性冻卵的权利，并

与其他各方主体利益保持平衡。

实际上，即使是在冻卵服务合法的美国，

冻卵也同样引起过争论。例如，乔治敦大学法

学院的生殖技术法专家苏珊·克罗金（Susan 
Crockin）就认为，尽管苹果公司和 Facebook
将为女员工报销冻卵费用具有好的出发点，但

任何女性都不应该在没有与医疗专业人员进

行彻底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进入医疗程序接受服

务。[25] 它涉及到促排卵的医疗风险，卵子储存

费用在内的其他费用负担，剩余卵子处置，与

工作单位的利益冲突以及经济成本与卫生公平

等关键问题。但是，冻卵是作为医学进步，与

其他医学突破一样，不仅需要法律权利的确证，

还依赖于充分的知情同意，再加上全面而公平

的政策，这样才能使这一医学进步更受欢迎，

而非被质疑。基于前面分析，可以对单身女性

冻卵问题作出如下回应。

1. 冻卵的资格和限制问题

冻卵并非为一种治疗措施，而应被视为一

种具有医疗意义的预防措施（如在进行细胞毒

性癌症治疗之前），冷冻保存的费用应根据守

望相助的团结原则予以支付。无论其伴侣状况

如何，女性都应有机会获得冻卵。同时，不应

明确规定女性取卵的最高年龄，因为在卵巢储

备和生育机会方面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就像

月经不调的起始年龄有很大差异一样。当然，

还需要考虑到生物学上的限制，特别是生物学

年龄的增加与卵细胞数量和质量的降低有关，

必须提供有关这一问题的信息。还必须与有关

女性共同权衡成本和潜在风险与潜在利益，但

是，对于冻卵，也应限制在成年女性。

2. 冻卵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剩余冷冻卵子的

使用问题

冻卵不仅为延迟生育提供可能支持，或者

为生育买了一份保险（这个保险的确定性和不

确定性依赖于医学的专业解释，即不能 100%
保证解冻后的卵子情况和受精的情况）。关于

此点，通过临床知情同意即可完成，即医方需

告知、解释和回答疑问，将同意部分交由当事

人，当事人需在了解不确定性和风险后作出决

定。如果此风险与其他临床风险无本质区别，

风险告知只要充分，就应当体现出最佳利益判

断与自主决定之间的张力。同时，承认关于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不同优先级的价值观，对于更

好地理解不允许单身女性社会性冻卵国家中潜

在规范性紧张具有重要价值。[26] 此外，那些不

需要的是剩余卵细胞，相关女性应该就其剩余

卵细胞的使用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在各种可能

的选择中进行决策，即销毁，用于研究，或者

将来用以捐赠等。

3. 医疗机构提供冻卵服务的职责问题

冻卵的提供者一般只能是有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资质的医疗机构，那么，无论是公立还是

私立辅助生殖机构，它们都有帮助公民的合情、

合理和合法的理由。机构本身作为公立机构，

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是去筛选，而是为那

些没有侵犯他人又有自身合理性的需求提供服

务。同时，冻卵技术不应以受孕为唯一目的和

前提，它只是女性的保险措施，未来是否采用

具有不确定性，它不对抗当事人和所有有类似

情况的女性。实际上，它不会对抗趁早结婚生

子的最优选择，也并不会对抗作为首选的自然

生育方式。晚婚晚育曾一度是宪法的主张，而

个人的延迟生育本身，正如国家政策的变化一

样，个体自身的生育计划也在发生变化，更何

况还存在一些性别取向不同的人群也存在相类

似的生育困难，不应该被施加限制。

4. 冻卵与公共利益平衡问题

个人权利的实现有一定边界，个体需求不

能与社会期望和限制相分离，否则社会问题的

技术解决方案可能会导致更大程度的压制而不

是解放。[27] 首先，单身女性冻卵不能损害到其

他个人或单位的利益，单身女性冻卵作为法律

权利应主要是消极权利，即主要要求国家、社

单身女性社会性冻卵多维认知下的法律权利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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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或其他个人不干涉其权利的实现，而没有主

张国家或社会积极履行某种义务来促成其权利

的实现。[28] 其次，破除对单身女性冻卵的限制

并不意味着法律倡导单身女性冻卵，冻卵技术

只是为那些有延迟生育意愿的单身女性提供一

种可能，该技术的放开不能改变原本有结婚意

愿且选择自然生育的女性的选择，它不能损害

到公共的客观利益。

5. 冻卵与卫生公平问题

冻卵问题本质上也与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

性相关。尽管包括冻卵在内的人类辅助生殖是

妇女生殖健康需求的一个方面，但生育自由也

有“代价的”。如果将其作为一项非基本医疗

卫生服务，那么有经济能力的妇女对此技术可

以负担，将成为更多白领女性或富裕家庭的福

音，而经济弱势的妇女对此技术就无法负担，

这会导致某种程度上的贫富不均。可考虑将其

纳入医保，否则优势群体总是占有更多社会资

源，具有普惠属性的医疗技术更多地为部分群

体可及，长此以往，可能陷入美国心理学家朱

迪斯·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所称的“平

行群体”的困扰中。[29]

结    语

我国医疗科技朝着“高、精、尖”方向发

展使得冻卵技术成为可能，它拓宽了人类生育

方式的选择自由，也增进了人类福祉与利益。

单身女性社会性冻卵作为一项法律权利的确立

和实现遭受法律、性质认识、伦理等多维的限

制与阻碍，其本质上都是科技与法律、医学与

伦理、新兴技术与传统观念之间的碰撞与博弈，

但是在观望与质疑新兴医疗科技产物的同时，

也要注意是否因太过于保守或抵触而损害单身

女性的基本权益。单身女性选择社会性冻卵是

其生育权的内容，若是禁止单身女性冻卵将会

直接否定其选择生育方式的自由，且法律的禁

止只会滋生更多地下灰色市场，法律应当正视

单身女性冻卵的客观需要。当然，法律天然的

保守性要求其谨慎对待任何新兴科技可能会给

传统社会制度与伦理秩序带来的冲击。因此，

在单身女性社会冻卵的权利实现路径上，还要

规范冻卵资格与限制，安排剩余冻卵的使用，

处理与医疗机构之间的职责划分，平衡冻卵与

卫生公平之间的关系等。法律还应当处理好与

新兴科技之间的关系，肯定新兴科技为提升人

类福祉的作用，且从权利实现路径上做好进一

步规范与设计，平衡各方之间的利益纠葛，防

止对新兴科技的“一刀切”而损害权利主体的

正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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